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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要严守耕地家底 , 保护

好耕地这个“命根子”[1]。中共二十大报告也明确强

调“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

政同责，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在实行“最

严格的保护制度”下，耕地保护政策不断强化。但是

现实情况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耕地呈现数量增

减交替，质量下降明显的态势 [2]。为此，学者们针对

耕地行政保护政策的制定逻辑 [3]、执行力度 [4] 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展开了规范和实证层面的研究。然而，在

对已经具备整体严密性的耕地行政保护系统进行体

察的过程中，聚焦于政策执行力度的“瞬间抓拍”并

非是应对系统适法性不足的唯一良药，反而会造成考

察的片段化和局部化偏狭，重新审视政策制定逻辑也

并非妥善解决系统功能局限的唯一选择 —— 评价耕

地行政保护制度是否成熟、优越，关键在于评价制度

是否具有正当性 [5]，只有具备正当性的政治秩序才能

称得上公平正义，在任何规制体系内，规制者及其活

动的正当性从根本上决定着该规制体系能否成功运

作 [6]。学者们针对耕地行政保护制度相关规范的研究

缺乏对规范价值基础的把握，对制度本身的探讨也未

能关注到制度的正当性。不乏学者指出，正当性并不

仅仅等同于合法性或合法律性，而是更多地关涉到制

度形成与调整中的需求满足和价值判断 [7]。学界普

遍认为在规范主义视角下，规范是有价值基础的，只

有规范认可并固化的价值才是规范“应当”所指向的

内涵，才具有正当性 [8]；在功能主义视角下，制度的正

当性来源于它所追求的目的，而目的又来自于社会需 

求 [9]。规范主义回答了制度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功

能主义回答了制度应当包含哪些职能（满足哪些需

求、发挥哪些功能）的问题 [10]。在这个基础上，耕地行

政保护的正当性并不仅仅存在于规范事实表达以及

政策实施的一元之维，更体现在法律规范与政策功能

间的双向交互调试。在当为价值与实存规范、功能趋

向与实用需求的交织间，有必要在法治和行政机制范

畴内，对耕地行政保护系统展开兼顾规范与功能的正

当性检视与反思。以此引出的问题是，在规范主义项

下耕地行政保护系统是否具有满足先验理性的价值

基础？在功能主义项下又能否可以满足实用的功能

收稿日期：2022-11-16；修稿日期：2023-06-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研究”（22ZDA101）。
第一作者：李玲玲（1984-），女，湖北武汉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三农” 法治。E-mail: linglingli848@163.com

doi: 10.11994/zgtdkx.20230611.105335

耕地行政保护的功能检视、规范反思与正当性建构

李玲玲 1，2，高浩然 1，2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杨凌712100；2.陕西省农业法环境法研究中心， 

陕西 杨凌712100）

摘要：研究目的：破解当下耕地行政保护“价值 — 规范”“需求 — 功能”的偏离问题，以实现耕地行政保护的正当性，为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耕地保护转型提供理论补足。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法，价值分析法。研究结果：一方面，在功能

主义“需求 — 功能”视角下，现有的《耕地保护法（草案）》等规范性文件无法满足耕地行政保护处罚、救济、公益等需求；

另一方面，在规范主义“价值 — 规范”视角下，囿于整体性价值割裂、兼容性价值不足、防御性价值脆弱的局限，耕地行

政保护价值基础缺失。研究结论：应当以“规范”为体，对耕地行政保护的价值基础在“功能为用”的导向下进行处罚、

救济、公益等功能的拆解，以此具体实现《耕地保护法》主体构建、法规承继、责任细分的改造以及《土地管理法》等法

规续造的规范协同，在协同后展开明确处罚范围、赋予耕地保护检察建议以强制力等保护措施，实现耕地行政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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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2020）青行申 44 号杜福山与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官亭镇人民政府其他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②参见（2020）豫行终 1667 号新郑市具茨山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新郑市人民政府城乡建设行政管理 : 房屋拆迁管理（拆迁）二审行政判决书。
③参见（2018）晋行终 50 号中海油华鹿山西煤炭化工有限公司与河曲县人民政府、忻州市人民政府其他二审行政判决书。
④在（2018）最高法行申 10970 号、（2021）黔行终 26 号、（2020）桂行终 1366 号、（2019）川行终 1308 号、（2020）内行终 206 号、（2019）甘行终 474 号等耕地

行政保护类案件中均存在行政复议空转现象。
⑤在（2020）晋行终 200 号、（2017）鲁行终 1591 号、（2020）豫 01 行初 21 号等耕地行政保护类案件中存在行政相对人权利项缺位现象，在（2020）陕 71 行

终 284 号、（2019）赣 03 行初 36 号等耕地行政保护类案件中存在行政管理人义务项缺位现象。

变化，其中的行政处罚不再是“处罚行为的形式主义

化”，而在工具主义的态度下转变为满足处罚需求的

功能迫令 [13]。然而在《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具体规范

中，《草案》第 50 条“检举和控告”的相应表述未能明

晰在权利人实施相应举报行为后，违法行为是否可以

被纳入行政处罚的范畴，其中新增的“责令改正”条款

也与《土地管理法》中“责令限期改正”的表述存在冲

突 —— 在《草案》之前，司法实践中就存在“责令停产

停业”“责令限期改正”“责令改正”相应表述冲突的

情况，例如，在（2020）青行申 44 号案①中，再审法院裁

定一、二审法院参照《行政处罚法》适用“责令停产停

业”条款错误，判定参照《土地管理法》适用其第 75 条

的“责令限期改正”条款。在（2020）豫行终1667号案② 

中新郑市土地管理部门出具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通知书》因欠缺法律依据而被法院判定选择性执法、

（2018）晋行终 50 号案③中河曲县政府做出的“责令改

正”处罚行为被终审法院认定“不能直接得出主处罚

决定作出之前必须先经过责令改正程序的结论”。在

已经存在的《行政处罚法》和《土地管理法》中“责令

限期改正”“责令停产停业”之争的情况下，《草案》中

“责令改正”的表述难免使行政机关在对不同表述进

行功能性考量时，在原有的立法目标外创设新的功能

目标，同时，创设的功能目标也会作为目的性因素或

结果性因素融入个案处理中，使本身就带有极强防御

性色彩的公法部门在个案的影响下更加排斥了功能

主义的干涉。

1.2	 救济需求中复议阶段程序空转

在功能主义视角下的耕地行政执法活动中，当现

有的行政保护法规不足以满足耕地保护的各类需求

时，功能主义的执法者可能会放弃将行政活动转译为

合法的行政行为 [14]。在土地管理机关不是基于法律

规则而是基于功能性目标开展活动的情况下，执法机

关很容易在思维方式上产生偏差：将法律上的“农民

权利”“土地发展权”等权利与“制止违法占地行为”

的政策目标混同，从而放弃兑现法律上的承诺 ——

由此产生了耕地行政保护的救济需求。以救济手段

中的行政复议为例，经研究发现：耕地保护类行政司

法案件中因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的

案件占极小比例；只有极少数在行政诉讼阶段经过实

质审理；大部分在行政诉讼阶段维持了复议结果，意

即在耕地行政保护中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在先前的

行政复议阶段存在程序空转的现象④。结合“公法的

基础是组织”和“自我矫正说”的功能主义观点 [15] 进

一步分析，可知耕地保护行政复议程序空转现象产生

的原因大致有三点：一是《行政复议法》制定之初，立

法者就意图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之间形成严格的

界限，充分发挥行政复议的内部监督功能，形成专门

行使行政复议权的组织系统，在耕地保护领域这种界

限和疏离感越发明显；二是耕地保护行政行为的实施

机关混杂，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农业农村部门在某些

领域职责交叉，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时行政主体常常

显现不明，且单个机关在进行行政复议阶段的实质审

查时能力不足；三是由于耕地保护类案例本身的特殊

性：耕地保护类案例调查时间往往冗长，行政机关在

贯彻“行政效能”原则和对案件进行充分实质审查中

间难以找到一个平衡点。

1.3	 合意需求中“权利—义务”结构失调

在社会资本加速流动的状况下，与私人领域相对

应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面临严峻的挑战，此时在行政

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塑造上产生了新的旨趣：在

功能主义视角下，不是使行政机关去运用诸如基本农

田补偿合同的行政协议以满足公共需要，也不是创设

一种全新的合同类型，而是在二者关系中引入以合意

为中心的功能机制，强化相对人的地位 [16]。在此基础

上，结合《行政诉讼法》第 12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6、18、21 条

相关规定可知，耕地保护类行政合同中行政相对人应

当享有且不限于以下权利：（1）取得报酬权；（2）损害

赔偿请求权；（3）必要和有益的额外费用偿还请求权；

（4）因政治行为、国家行为、政策行为造成损害的补偿

权。然而，以“权利 — 义务”的要素结构对耕地保护

类行政合同进行检索发现：“权利 — 义务”要素存在

缺位现象，即合意需求未能被满足（权利与义务是合

意的主要内容）⑤。在当下的学界讨论中，关于耕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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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2018）吉行再 21 号、（2019）琼 96 行初 274 号、（2020）皖 1324 行初 2 号等耕地行政保护类案件中诉讼目标与诉讼构造为“主 — 客”关系，在（2021）
川 07 行终 15 号、（2020）吉 0302 行初 26 号、（2020）渝 0235 行初 67 号、（2020）黔 0181 行初 16 号等案件中诉讼目标与诉讼构造为“客 — 主”关系。

护类行政合同具有的合同性和行政性的双重属性本

身就存在争议，对于割裂二者或是兼顾的问题一直没

有形成通说观点：若该合同为行政性主导，则主要强

调对耕地保护领域行政机关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和对

耕地保护总体规划等公共利益的界定；若该合同排斥

了行政行为的属性、以合同性主导，则行政机关和另

一方合同签订主体都可依民事法律中的合同规定签

订、变更、解除合同，再加之行政合同中行政机关的优

益权，共同掣肘了合意需求的满足。此外，还源于对

耕地保护行政合同的监督缺位，无论是耕地保护政府

采购合同还是基本农田保护补偿合同，仍未有法律对

于此类行政合同履行的监管问题予以规定，尽管《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了政府需要主动公开的十一项

内容，《审计法》也规定了审计机关对行政合同资金支

出情况有权监管，但耕地类行政合同功能欠缺问题仍

层出不穷。

1.4	 公益需求中诉讼目标与诉讼构造主客观互斥

现有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无法充分填补耕地生态

价值的不足，行政机关履行耕地保护类社会服务缺乏

能动性，由此产生了耕地行政保护的公益需求 [17]。

现实情况是，虽然《行政诉讼法》第 25 条第 4 款规定

了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领域内的行政公益诉讼

制度，《草案》也规定了耕地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制

度，但对该类公益诉讼属于客观诉讼还是主观诉讼却

未有定性：一些耕地保护类行政公益诉讼中呈现出

诉讼目标具有客观性、诉讼构造具有主观性的现象，

该类耕地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意图在于恢复客观的公

法秩序，实际上审理焦点则为主观上是否造成了生态

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害结果。一些耕地保护类行政公

益诉讼中呈现出诉讼构造具有客观性而诉讼目标具

有主观性的现象，该类案例诉讼目的在于主观上救济

公共利益损害，审理焦点却在于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

的客观合法性审查上面。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对于“公

共利益未脱离受侵害状态”的主观判断标准不明，客

观上认定行政机关合法性时也难以形成标准的“不

履行法定职责”构成要件，通过对司法案例进一步研

究发现，耕地保护中行政公益诉讼存在主客观互斥现

象①。该现象引发了两个继生问题：一是主客观互斥

将加剧公益诉讼主体的限定性，立法者将公益诉讼职

能更会完全赋予检察机关，不利于社会第三方力量参

与耕地保护。二是当耕地保护的公共利益与地方政

府发展利益相冲突时，主客观互斥将使法院在审判时

在两种利益之间难以抉择，尤其在“地方发展型”政

府中。

2	 规范主义视角下耕地行政保护“价值 — 规

范”的正当性反思

在规范主义视角下，耕地行政保护领域的相关规

范性文件之所以被适用，并非是由于在“央 — 地”关

系、“条 — 块”架构、“国家 — 农民”关系中相对方的

服从，而在于相关规范性文件本身构成一个特定价值

的判断基础，这种基础使得耕地行政保护领域的主体

行为具有合法性或正当性 [18]。由于“在特定规范、价

值、信仰和理解体系下”是评价正当性的根据，在耕地

行政保护的具体情境下，行政保护为了避免形成几种

保护手段的封闭式范畴，在构造上应当具有整体均衡

性和内部完整性，耕地保护领域内《耕地保护法》 《土

地管理法》等规范的整体性为保护构造的均衡和完整

提供了基准；在保护对象的覆盖上，行政保护愈来愈

表现为诸多主体共同参与、交互作用的多层次步骤，

同时也对规范的兼容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耕地行

政保护的任务方面，虽然伴随着行政任务的膨胀和行

政角色的转变，“防御侵害样态”已不再是行政保护的

中心任务，但是在耕地保护领域中政策引导、风险规

制等诸多方面，行政保护的防御性任务依旧扮演着重

要角色，基于此，耕地行政保护的整体性价值栖身于

整体均衡、内部完整的整体保护要求内；兼容性价值

潜藏于具体情景下的多元化主体行为间；防御性价值

则蕴于对地方政府的调控中。在规范主义“价值 —

规范”视角下对耕地行政保护系统进行正当性反思的

路径如图 3 所示。

2.1	 整体性价值：《草案》等法规的统筹集成与衔接

自然资源部在《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中指出，

该法旨在破解现阶段耕地保护领域内法规缺乏统筹

集成、有效衔接的难题，意图在于创设整体性价值。

然而，《草案》与已经实施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土地管理法》等法规间仍具有一定

的孤立性和分散性，耕地行政保护领域内司法案件援

引法规分散现象见表 1。在规范分析项下：第一，《草

案》第 20 条规范了耕地”进出平衡“制度，规定补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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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必须同时兼顾质与量，在《土地管理法》中却规定

相关项目建设占用基本农田时，可以通过缴纳一定的

开垦费用作为实体补充的替代行为。第二，《土地管

理法》第 83 条指涉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强制执法

权，在《草案》和《条例》中对此却未有说明。第三，《草

案》并未承继《条例》中处罚耕地闲置问题的第 18 条

和处罚耕地挪作他用问题的第 33 条，转而规定以《土

地管理法》第 75 条为处罚标准，《条例》第 18、33 条与

《土地管理法》第 75 条在司法实践中早已适用混乱。

此外，《条例》将破坏基本农田的责任主体仅规定为

“破坏或者擅自改变基本农田保护区标志的”，对于包

括单位和个人两者的双罚制抑或只处罚单位或个人

的单罚制规定不明，《草案》对此也未做针对性的补充

修改。在新法与旧法、特别法与一般法、上位法与下

位法等规范性文件的分散规定中，耕地行政保护的整

体性价值难以彰显。

2.2	 兼容性价值：合作式、参与式主体协调

耕地行政保护领域中传统的二元划分方式（即政

府与私人）逐渐被政策制定时的合作式、参与式主体

所取代，为扩大社会资本的参与空间，打破传统部门

间、层级间、主体间的限制，形成政府与社会主体的协

力格局，亟需提高耕地行政保护的兼容性 —— 耕地

行政保护只有在具体的耕地保护社会关系中运行才

有意义 [19]，当保护手段不能有效协调主体间的价值认

同时，保护便失去了兼容性，在实践中导致“排异”现

象的产生。不同于整体性价值聚焦于规则的自适，兼

图3 规范主义“价值—规范”视角下耕地行政保护系统正当性反思路径图

Fig.3  Path for reflection on the legitimacy of administrative protection system of cultivated 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norm” of norm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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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性价值以能否在具体情境中协调多元化主体行为

其关注点：在规范主义视角下，耕地行政保护政策制

定主体、实施主体、其他利益相关方都有自己的行为

逻辑和理性思考，倘若不能协同三者、释放合力，则

会导致在相关利益的裹挟下，孪生出侵蚀兼容性的能

力 [20]，从而分流、制约耕地行政保护。在现有法律规

范中，无论是《草案》抑或《土地管理法》，都呈现出保

障主体（各级政府机关）规定明确、基本主体（集体经

济组织及其成员）和社会主体规定不足的现象。相关

规范中的权利、义务与责任，都必须依靠主体的行为

得以实现，“长牙齿”硬举措也不仅仅可以凭借将相关

政府设定为责任主体就得以落实，既然在《草案》第

50 条中按照当然解释推知，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

已经成为耕地保护相关法律关系的主体，在应然状态

中农户也应当作为主体入法，毕竟相对于法律关系主

体，法律主体只是“潜在主体”，同时，这也是“耕者有

其田”的应有之义。此外，在规范主义下，法律依靠

“人 — 权责 — 行为”的逆推方式构建法律主体与现实

生活的直接联系，在《草案》第 46 条项下，“社会投资

者”在权责蕴涵规定缺失的情况下，自然丧失了法律

主体地位，也与“谁投资、谁受益”的立法初衷相悖。

2.3	 防御性价值：政治责任法治化与“党政同责”

在当下强调耕地保护主体从政府向农民转变，形

成政府引导、农民主体和企业参与的耕地保护模式的

趋势下，如何在行政保护中加强对地方政府的调控成

为一大难点。在规范主义视角下，行政保护系统对地

方政府的调控作用主要体现在事后限制与司法审查方

面 [21]，与事前审查的预防性相比较，“最严格制度”下

的耕地行政保护防御性色彩浓重。《草案》在第 48 条

和第 49 条分别规定了“党政同责”与“责任目标考核”

的监督管理原则，在第九章中也规定了地方各级政府

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较之《土地管理法》中

对政府责任规定单薄，《草案》通过将政治责任入法，

初步实现了耕地保护领域中“政治责任法治化”。为

了凸显防御性价值，实现由权力正当性向行为合法性

的转变，进一步压实属地监管责任，还需要实现从“权

责一致”向“权利义务统一”的转变，《草案》的相关表

述仍旧集中在政治范畴内抽象的“权力、责任”，缺乏

授权和义务性规范的改造，难以使“权力、责任”成为

法学领域内相对明确的“职责、职权”。在这个基础

上，《草案》的相关规定在“行为 — 结果”框架下将政

治责任的追究转变为法律责任的追究，接下来还应当

在“规范 — 价值”框架下将政治原则转变为法律原则，

实现耕地行政保护领域的”司法决”。此外，根据“谁

授权、谁问责”的政治责任承担原则，《草案》第 59 条

中对地方政府问责的主体应当是人民（或公民），虽然

按照这种解释体现了防御性价值，但在此种解释下，

《草案》第 59 条的正当性源于权利义务配置的合理性，

而“谁授权、谁问责”的价值基础在于人民性，二者的

差异导致此时的政治责任无法法治化 —— 由此推知

此处的“问责”基础在于行政内部关系中上下级之间

的“问责”，但这样又与防御性价值相悖。

3	 “规范”为体、“功能”为用：耕地行政保护

的价值拆解、规范协同与功能发挥

行政保护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秩序的安定，而

秩序安定的实现有赖于系统的正当。在规范主义视

角下，系统运行规则为满足耕地保护中整体保护、主

体多元化、调控行政权力干涉的要求，在一定时期内

应当保持整体性、兼容性和防御性。但是，在功能主

义视角下，耕地保护的需求是在变化中发展的，规则

的生长又是一个历时的过程，在系统规则渐进发展的

过程中，规则价值与需求之间始终存在彼此适应的关

系，耕地行政保护系统被转化为没有顶点和层次的流

体，当为与实存、价值与需求的对立和适应会化解到

耕地行政保护无限循环的回路之中。为避免这种现

象的发生，应当以“规范”为体，以“功能”为用，对耕

地行政保护的价值基础进行功能拆解，在拆解的基础

上对保护手段进行规范协同，最后具体展开保护手

段，发挥耕地行政保护的功能，以实现耕地行政保护

的正当性。对耕地行政保护系统进行价值拆解、规范

协同、功能发挥的路径如图 4 所示。

3.1	 基于“规范”取向的“功能”拆解

用整体性的观点看待耕地行政保护法规体系，其

中《耕地保护法》是处于基本法定位的法律，《土地管

理法》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规也是体系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保护系统，耕地行政保

护在发展之中逐渐融入行政法等部门法的法律调控

手段。然而，现有的传统法部门并不针对特定的耕地

保护相关法律问题进行适配，《耕地保护法》等法规的

孤立性和分散性问题也难以在领域内统筹协调。在

规范主义项下的整体性价值分析中，《草案》第 20 条

与《土地管理法》的分散在本质上是合意功能的缺位，

在《草案》第 20 条下行政合同以行政性为主导，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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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下则以合同性为主导；在《草

案》与《条例》第 18 条的承继问题以及《草案》第 50 条

“责令改正”的问题上，实为系统处罚功能难以有效

介入。在保持耕地行政保护系统整体性的前提下，若

要运用传统部门法依据去解决领域内规范的孤立、分

散问题，就需要对整体性价值进行合意、处罚的功能

拆解。

从耕地行政保护的兼容性价值出发，目前在耕地

保护领域中公认的“三主体”包括各级政府、农村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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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责任予以明晰，但对地方政府权力的调控并

非可以通过规定责任而一蹴而就，应当在决策时起就

予以入法规范，从“政治决”转化为“司法决”，可以在

《草案》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制定“耕地保护权力清

单”“责任清单”做进一步规范，通过清单压实属地监

管责任。

同时，在《耕地保护法》的改造基础上，采取“长

牙齿”硬措施需要多措并举，在《土地管理法》等法规

上进一步续造，应着墨于两点：在《耕地保护法》出台

之前，首先应当对《土地管理法》中的相关条款进行配

套优化：赋予其第 75 条“责令限期改正”条款以行政

处罚效力，或者参照适用《行政处罚法》“责令停产停

业”条款，取缔“责令限期改正”的行政行为在土地管

理领域中于行政处罚措施的附属地位；其次在第85条

中授予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要求涉案人恢复所占用基

本农田的权力，并对该权力加以实施权限、操作程序

等方面的限制，以避免行政权以第 85 条改良后的条

文为基础进行盲目扩张；以第 33 条的处罚措施为基

点，吸收《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 18 条的内容进行整

合，避免处罚措施过重；新增条文对基本农田闲置的

行为进行规制，同时新增条文制止政府的错误地籍登

记、实施盲目“旱改水”工程等行为。

在风险防控机制的配套方面，《耕地保护法》 《土

地管理法》等相关法规应当在规则明晰性的基础上

迈向更多的原则指引性，形成规则之治与原则之治的

配套适用，在地方政府出台的耕地保护类规章中，对

于法律责任的承担和分配应当具有更多的事先预防

性，以填补耕地的破坏者（即风险制造者）和受害者之

间的信息鸿沟。《耕地保护法》等基本法律也应当与

行政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在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保持

平衡，耕地行政保护系统也应当自觉吸纳耕地治理政

策、生态领域内行业规范、专业标准等软法渊源，满足

耕地保护领域内风险防控法律秩序的多样性要求，其

中在《土地管理法》统一规划下各个地方政府规章应

当对土地复垦权属调整方案和土地开发整理资金的

来源做出细致规定，尽快出台《耕地保护土地权属管

理方案》 《耕地保护基金管理办法》，明确政府地籍登

记错误的主体责任，进一步明晰土地所有权、使用权

变更登记事项，设置耕地保护专项农地基金。

3.3	 基于“规范”协同的功能发挥

在对“规范”取向进行“功能”拆解后，在处罚功

能的具体展开上，首先要明确处罚范围的确定标准：

第一点，须以耕地保护政策为先前指引，在满足耕地

保护政策的前提下也须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行政处

罚的目的即在于证明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合法

性，例如行政机关对挖损、塌陷、压占等使土地遭到破

坏的行为处以极高额罚款的处罚行为满足第一点，但

因欠缺合法性不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而难以进入行

政处罚的范畴。第二点，须具有行政管理的有效性，

倘如行政机关对其施以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在此项

下则不具备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因其对耕地缺乏明显

的益处，反之，强制违法单位对破坏的耕地进行复垦

即满足此项下要求，也同时满足功能体系的前两点。

第三点，需要具备维护耕地保护政策实施的经济性。

第四点，倘若将满足前三点功能的行为一概解释为行

政处罚，会极大增加行政机关的执法成本和法院审判

的司法成本，此时还需对司法实践中为耕地行政处罚

的常见措施进行归纳总结，将符合前三点功能要求且

较大概率出现的行政措施解释为行政处罚。

在耕地行政保护的公益功能上，从现行法的规定

来看，检察建议只是法律监督流程中的非必要环节，

不会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在应对政府

权力扩张的措施中也不属于具有程序强制力的前置

性过程。针对耕地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救

济需求难以满足，防御性价值脆弱的问题，亟需在耕

地行政保护领域内将检察建议按照特别程序的效力

整合，督促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现实情况表明，

倘若检察机关履行了检察建议的软性程序后行政机

关仍拒不改正相应的刚性行为，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

法院裁决也未必可以实现程序正义。由此在耕保行

政公益诉讼领域应当对检察建议赋予刚性制度意义

上的约束力，即对实体法律关系产生影响，在行政机

关无视检察建议内容的情况下，可以由检察机关径行

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对拒不改正行为强制执行的效

力。以此有效转移法院在耕保审判中的压力，突出检

察机关公益诉讼职能，加强对诉讼构造、诉讼目的主

客观方面的统一理解和适用，促使司法界重新构造对

于“公共利益未脱离受侵害状态”“不履行法定职责”

等构成要件的判断，在抑制行政权扩张的同时，促进

社会资本加入到耕地保护中。

对于救济功能，应对耕地行政保护公益需求无法

满足的危机需要成立耕地保护行政复议委员会，以提

升政府自查自纠、自我监督的制度效率。在委员会中

应当由土地行政机关选派人员统筹行使行政复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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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行政部门选派人员在细化框架内具体承担行政

复议任务。复议机关、复议机构、复议委员会在职责

上互为依托、在权限上相互掣肘，一体化安排权力的

行使与监督，有利于复议资源统一化，复议权能制度

化，复议依据标准化，提升人民群众对行政复议制度的

确信，逐步使行政复议成为疏通行政争议的主要端口

之一。在行政复议之外还需对耕地保护三大制度实施

过程进行无死角的外部监督，对其督促、制约、牵制，

才能激活、增益耕地保护制度的制度存量，强化耕地占

补平衡制度的制度权威，提高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制

度的执行效能和利用绩效。有效衔接耕地领域的法律

监督和纪律监督，在实现程序正义和权利保障方面形

成监督与接受监督的良好氛围，对日常发现的问题依

法及时进行惩处，完善对耕地保护领域的行政执法不

公开、不透明等现象进行专项检查和调查研究的制度，

树立起针对耕地行政保护问题全方面研判的标尺。

4	 结语

近年来，学者们针对耕地行政保护法治化的相关

研究缺乏对规范价值基础以及系统正当性的把握，在

出台《耕地保护法》的紧迫性下，在耕地行政保护系统

中当为价值与实存规范、功能趋向与实用需求的交织

间，迫切需要在法治和行政机制范畴内对耕地行政保

护展开兼顾规范与功能的正当性检视。基于此，本文

以新时代背景下耕地行政保护系统为研究对象，围绕

系统的处罚需求与功能、救济需求与功能、合意需求

与功能，公益需求与功能以及整体性价值、兼容性价

值、防御性价值展开探讨，提出了以“规范”为体，以

“功能”为用的耕地行政保护正当性建构路径，形成对

现有研究体系的有力补充，推动耕地行政保护系统从

政策实施的一元之维迈向兼顾规范与功能的全方位

保护机制。耕地是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在将粮食安

全扩展到食品供给安全的普遍共识下，面对耕地保护

机制转型下粮食安全和食品供给安全领域内的新问

题和新需求，就更有必要通过耕地行政保护系统的正

当性实现路径来补足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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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ddress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value-norm” and “demand-function” 

of administrative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to understand the legitimacy of administrative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and to offer a theoretical complement for the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value analysis and normative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mand-function” in functionalism, the extant normative document, such as the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Law （Draft）, is unable to meet the demands from administrative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such 

as punishment, relief, and public welf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norm” in normativism, the administrative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lacks its value base due to the fragmentation of holistic value and the shortage of compatible 

value and protective value. In conclus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normative coordination of the main body construction of 

the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Law, the inheritance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sub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Land Management Law, the value base of administrative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s expected to 

be restructur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function for use” based on “norms”. On the premise of the coordination, the extent 

of the penalty should be clarified, and the procurator’s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should be 

enfor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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